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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与前辈相比，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创作心态与处境大为不同，她们不再执着地
表现漂泊的身世之痛，断根之哀，而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和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
思维致力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她们通过对中国记忆里“女性”的叙事、跨族裔“两性
关系”的表达、借“娜拉出走”模式对“身份认同”内涵的升华，表达了她们鲜明的女性主义
立场，对人类普同特质的尊重，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以及平等对话的美好诉求。
关键词 新移民 华文女性写作 文化身份认同
The New Images of New Immigrant Chinese Women Writers
Lin Danya ＆ Zhou Shishi
Abstract:With different mentality，The New Immigrant women writers have made som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writers who focu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difficulties，the new immigrant women writers try to bridge the East and West．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e new women writers in three aspects:the“female”narrative of
Chinese memory;the“relationship”between two sexes and the“Nora left”motif．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es，w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new women immigrants want to express
their distinctive feminist stance，their respect for general human's traits and the promotion of
equal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the new immigrant;writings by female writer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ltural identity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使知识青年留学海外风行，随之通过
各种途径出洋并获得居留国移民身份之群体形成，“新移民文学”随之产生。其中严歌苓、张
翎、虹影、林湄、李彦、吕红、陈谦、陈瑞琳、施雨、周励、查建英等女作家的创作尤为人所注目。
本文旨在论述这批新移民女作家们用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思维，在其写作中表
达出对东—西方文明互相借鉴、彼此受益和平等对话的愿望。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记忆
的书写中，女作家们一方面用“女性叙事”完成对东方集体文明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
借“女性”扬东方文化之优势;其二表现在女作家们采用性别策略重新演绎东—西方关
系，或颠覆或错置，将文化冲突导引至文化融合;其三表现在她们通过“娜拉出走”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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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模式升华移民作家“身份认同”的主题，转具体国别的认同为普遍性的“爱”与“意
义”的认同。总之，拥有鲜明女性主义立场的新移民女作家们，将女性与东—西方问题紧
密地关联起来，开创了迥异于前辈的新移民文学风貌。
一 中国记忆里“女性叙事”之内涵
冷战的结束，地理上的全球村概念与文化上的全球化以及个体主观上的进取与文化
自信，使得新移民女性作家超越了早期移民文学中弥漫着的情感宣泄式怀乡母题，也不再
聚焦弱势者在新文化语境中奋斗挣扎的沉重和压抑，而是将笔触转向“中国记忆”的书
写，在沉甸甸的历史中沉淀对中西文化的理性反思，其中杰出代表是严歌苓，李彦，虹影和
张翎等几位女作家。
女作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侧重点各异，风格迥别，却几乎都以“女性”为载
体进行叙事。在这里，“个体的女性”背负着新移民女作家的两种叙事意图:一是在现代
性视野中通过女性个体的生命经历重述历史，建立一种区别于主流和父权话语的新历史
观;二是赋予女性“民族”意义，以此来表达对原乡文化和家族精神的认同，只是在这种文
化认同中并不构成对异乡文化精神的否定和拒绝，而是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作为自己成
长与成熟的共同资源，突出显现了对中西文明的共同尊重。
首先，处在“边缘”的新移民作家擅长从民间视角、边缘的文化思想、人性的精神、女
性的柔情和孩子的眼睛进入叙事，突显人的情欲挣扎、人性的张力和人存在的困境，由此
发出对公共权力的消解性和颠覆性，达到对“大历史”线条的弱化及撼动的企图，“个体的
女性”正是这种西方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的代表。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王葡萄和田苏菲皆用“自由伦理”①
抵抗着“人民伦理”②的正义性。前者不救抗日的共产党而救自己的丈夫，还偷藏被“革
命”判为有罪的公爹 20 年;后者在欧阳萸历次被组织审讯拷问批判的活动中，用自己的
民间机智始终不渝地帮助他渡过难关。李彦的则《红浮萍》讲述了自己的母亲“雯”从一
个地主家极聪慧的女儿成长为革命队伍里极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始终得不到组织的承认
和信赖的悲剧人生。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金山》、《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中
擅长用三代或两代母女、婆媳的命运辐射出整个中国 20 世纪现代史，其中土改中被侮辱
的女性多次在其文本中重复出现，如《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金山》中的锦绣等。虹
影的《饥饿的女儿》则通过“我”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忍受的“饥饿”折射出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她们像是“伤痕”和“反思”文学的“继承人”，渲染了历史事
件中人性角斗的刀光剑影，袒露了时代和政治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与精神创伤，共同用个体
的悲惨遭遇完成对主流文明的无声控诉。
①
②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
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有
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第 7 页。
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
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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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女作家们基本都熟谙了西方的关于“个体尊严”的价值
系统，并纷纷以此为基准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作品中的女人们或者以个人不
公正的际遇，或者以爱情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坚韧与执着对抗苦难背后的集体化，宣示
着个体伦理的合法性，消解了时代，历史，社会，政治等男权制的主流宏大“主题”，以女性
主义的立场彰显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女人的
每一个故事，都是与历史的抗争。”①。
这样的价值立场却很容易被批评家质疑为是“自我东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提到
新移民女作家之所以喜欢此类题材，多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红色历史”的特殊兴趣;另
一些学者则对用一种以满足人性快乐的个人价值观，能否真正阐释洞察出中国历史的真
相与内涵表示怀疑。② 这是对新移民女作家的历史书写片面解读形成的误区。事实上，
女作家们并不纯粹用“西方”的眼光观照“中国的历史”，她们同样用凝聚在女性身上的民
族文化精神传达了对中国的认同。这又是新移民女作家的神采之笔与创新之处。
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席者，能够象征民族精神的也往往只有男性这一优越性的性别，
女性在历史上出现几乎都是被动的附庸者形象，被压迫的寄生虫和为奴隶的母亲。正如
西苏所说: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
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
不存在。”③ 但新移民女作家们让那些被掩埋的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女性浮进了当代人
的视野，并且深化其性别内涵为民族寓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新移民女性作家们鲜明的
女性主义立场中得到充分发挥。
严歌苓的“中国故事”以真实生活为基础，规避了对中国文化劣根与人性蒙昧的反复
展览，其女性形象凝聚着厚实的乡土性与活泼的民族性。《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那一
双无邪无畏的大圆眼睛包容一切，消融一切，又孕育一切，其所具有的“浑然不分的仁爱
与包容一切的宽厚”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精神，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君子以厚
德载物”，女性的坚韧和独立，宽容与博大，以及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被一一彰显出
来。中国大陆没有哪位作家如此肯定过女性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和关键的地位。而“葡
萄”本身寓意在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
孕育出如此辉煌绚烂的文化的自喻。
李彦《红浮萍》中从小自立自强⑤，参加革命后不怕吃苦，秉信自己坚定的信仰并有
执着的理想和信念的雯就是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化身。李彦破除了《青春之歌》永远需要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张翎:《关于〈邮购新娘〉的一番闲话》，《邮购新娘·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年，第
414 页。
如陈思和指出“一个以人性的快乐为宗旨的浅薄的现代文化观念里”，不足以“解剖一个盘根
错节的古老文化积淀”，《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读严歌苓的两部长篇小说》，于庄园编:《女作家严
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 页。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陈思和著，颜敏选编:《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年，第
54 页。
雯说:“我上学受教育，是为了有能力凭自己的本事打天下，岂会为了找个饭碗去嫁给什么俗不
可耐的男人!”见于［加］李彦:《红浮萍》，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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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性引路人的“林道静模式”，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自己的路。而外婆的故事与“平”自
身的坦率都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哲理与价值观。正如贺绍俊所言:“事实上，在我们自己
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中，同样也包含着普适的精神价值，这正是不同文化系统能够形成对
话和交流的基础。”
《饥饿的女儿》中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不仅生育了八个儿女，而且通过干体力活，支撑
了一个完整的家，她才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金山》中麦氏和六指多次在家族危机之际
用自己的力量延续了方家，儿媳妇猫眼到最后成为全家唯一一个可以挑起生活重担的人。
在新移民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男性多是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世界的毁灭者或无能者，女人
成为人类文明的救赎者与人类文明之火的延续者。
新移民女作家就这样以母亲为中心建立起了生命承传的“女性谱系”，一方面是对女
性真正贡献的昭彰，由此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我价值、建构自我历史，同时解构父权制男
性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将女性身上的特质赋予民族的内涵，并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
方式建构“中国”的文化属性，挖掘中国的文化之根和人性之美。
也就说，具有文化“间性”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在现代性的叙事方式中，在女性救赎生
命与繁衍善良的历史书写中，一边肯定了西方世界文化之理想的人性美，并借此反思东方
文化的积弊;一边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颂扬东方文明自身的文化特性，并期待东方文化
和西方文化彼此在相互体认和关照中都能够都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 性别关系中“东—西”母题之演绎
除了“中国记忆”的书写，新移民女作家对于移民母题“东—西”方关系也持有强烈的
关注。我们知道，很久以来，在西方人心目中，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性别文化政治学层
面已被置换成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殖民统治与性别政治也已定性为西方殖民文化中的模
式，成为西方中心视角下想象与虚构的产物，东女西男的模式深入人心。
但作为异质文化果实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却在文本中大胆颠覆和改写了既往的性别关
系所像喻的文化模式;并在跨族裔的性别关系里撰写赋予东—西文化理解沟通的象征义;
且凭借性别修辞描写出两种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受益的美好图景。她们将东—西方文化
冲突的主题转换为文化融合的憧憬。
在新移民女作家们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用性别策略来演绎东西方关系的。
一种是激进地颠覆性别强弱地位，解构东—西之间的权威模式，代表作家是虹影及严歌苓
的部分文本;另一种则比较平和，希冀通过跨族裔的情人、两性的关系表达东—西方文化
双向艰难理解的可能性，突出集中在施雨和严歌苓身上;第三种类型则是在性别平等关系
中蕴涵着东—西方的平等对话相互影响的深意，首当其冲的是加拿大移民女作家张翎。
虹影的《K》用激进的性政治颠覆了传统的性别与东—西方关系的修辞。小说描写了
东方女性“林”彻底扭转了朱利安与自己的族群关系，去掉了朱利安傲慢的殖民者心
态①。两个人关系伊始，“林”就处在了主动地位。她先开口搭讪“警告”朱利安在上课的
时候不要只看她一个人;又主动邀请朱利安去了北京;还设计了一场丈夫捉奸的戏，逼迫
① 朱利安·贝尔来到中国后无法避免地用一种优越种族的视角俯瞰“脊背佝偻”、“都是肺病相”
的中国人，见于［英］虹影:《K》，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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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死心塌地钟情于她;同时采用中国“采阳补阴”的房中术完全翻转了性关系中的男
女政治，也转翻了东—西方元结构。因此，正如有论者所言:“《K》这部小说再一次通过性
的隐喻，完成了后殖民文化意义上的‘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强力解构。”①
与虹影的大胆强烈先锋不同，严歌苓的“女性主义路径”有一个保守的外壳②，所以
她的女性看起来比弱者还弱。《扶桑》中扶桑是一个半痴半傻的妓女，然而严歌苓却赋予
弱者的灵魂一个无限的高度，由此把白人男孩克里斯与中国女人扶桑之间本来应该是西
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喻示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关系改写成了是母亲宽恕和
原谅了蛮横娇惯的“孩子”的“母子”强弱关系，这种精神“强势”所具有的文化攻击力如
水似无骨却暗含摧古拉朽的劲道和力量。
但与颠覆和改写相比，严歌苓更多的文本是在两性的关系尤其是爱情中表达两种文
化互相理解的艰难性与可能性。比如在《女房东》中展示了流落他乡的中国老柴终于在
一个偶然的契机中抱住了西方的沃克太太，虽是艰难的，但不是完全隔绝的。其他作品如
《太平洋的探戈》中也叙述了两个超越了文化身份的男女却在目光的触碰间听懂了彼此
的心灵之音。《栗色头发》中，“栗色头发”长期在报纸上登着“请给我回电话”的寻人启
事，即使因为文化差异，两人早已分道扬镳。但两性之间微妙的感情使人们能够放下原文
化的包袱，冲破自己所属文化的藩篱，达到沟通交融的境界。
更具有代表性的是施雨的短篇小说《你不合我口味》。故事讲述的中国医生茉莉和
法国医生亚当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消除了东—西彼此误认冲突的幕帐，走到了一起。茉
莉与亚当斯相互吸引，但茉莉的西方男友曾以“你不合我口味”拒绝了茉莉，择偶的标准
是文化差异的反应，西方前男友认为自己需要的是开放的，非保守的西方女性而非极端在
意自己贞洁的东方茉莉，这样的前车之鉴让茉莉也担心自己不合亚当斯的“口味”。亚当
斯也有雷同的担忧，但小说以团圆的喜剧结局，因为“在茉莉和亚当斯他们以‘文化’为背
景的‘口味’背后，还涌动着一种超越‘文化’(‘口味’)的力量，那就是任何文化都难以
‘规范’的爱情。”③
“两性关系”以及“爱情”在新移民女作家们的手里已经成了东—西方的一条窄细的
桥梁。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中刘小河与丹尼冲破族裔结为夫妻，小河一方面帮助同
胞阿珠、阿妹、吉姆等屡次化险为夷，另一方面依靠中国土法和民间偏方挽救丹尼的生命，
也是此类作品的同义反复。正如张翎自己一再申明“从老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观念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是落叶归根，后来是落地生根，到现在，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
候了，所以，我要在‘文化冲突’的这个旧瓶里装上新酒，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西文化
①
②
③
吴奕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41 页。
“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
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见于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0 页。
刘俊:《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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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的东西”。①
“文化冲突”到新移民女性作家手里已经辗转变体为“文化融通”了。正如霍米·巴
巴所言，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
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对立”②。
要融通，而且要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融通，张翎的《邮购新娘》就借林颉明与塔米和
江娟娟的关系表达希望东—西方文化彼此吸纳扬长避短，而不是只知一味地互相诋毁或
全盘吞咽的良愿。
小说中原本投靠林颉明的江娟娟在来到西方之后，吸收新文化的各种新质，不仅在爱
情的世界里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其服装设计也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因子。与女性江娟娟的
变化相比，一直都是以“树”的形象呵护娇嫩的女性的林颉明却找到了“一棵在他疲惫的
时候可以让他靠上去歇息片刻的树”———塔米。张翎错置林颉明和塔米的东西方性别修
辞，实是一种“中和”的方策。男女或者东西方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女性需要改变男权
制下女性柔弱，娇婉的依附性，“以一颗树的形象”和男性并肩在一起，同时男性刚硬的刻
板印象也必须得到消减，柔软性则应同比例增长。这象征着不同性别和不同文化的力量
的平等对话与相互作用。
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也显示相似的意图，文中的意大利男性老头事实上与小渔一样
“弱势”，两人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平等”地承担用假结婚骗取绿卡这项违法的负压。我们
从中可以看到男女两性以及东—西双方在互为彼岸，互相看视的双向流程中体现着内在
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
由此，我们得出新移民女作家们不再过多地描写移植到新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由文化冲
击形成的不适感，而是更集中聚焦“文化融通”的探讨。在面对西方强势霸权话语面前，她
们不卑不亢地用性政治或者母子关系瓦解西方的权威姿态，扯平具有差异性的强弱势身份;
并在一对对跨族裔恋情中偷窥到双方彼此理解沟通的欢愉;她们更不再强调自己所受的精
神伤害和文化心理压力，而是不断发出如此诘问:“东—西方难道只能以一种强弱对抗的姿
态彼此隔膜，互相仇恨吗?”答案在她们的笔下是否定的，她们描绘出了截然相反的美好图
景———只要人类有共同的情感与共通的品质，东—西关系也会朝善的方向推移。
总之她们努力寻找文化融通的可能性，建立交互共生的文化场域，一方面确实包蕴了新
移民女性作家们渴望了解和融入居住过文化的潜在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们的女性主
义立场与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努力，这与她们在中国记忆中的“女性叙事”旨归一致。
三 “娜拉出走”与“身份认同”主题之升华
作为他乡和故乡中间双重边缘人，移民作家通常要经受两种文化的拉扯，撕裂和争
夺，由此便会自然而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20 世纪 60 年代以於梨华的《考验》和聂华苓
《失去的金铃子》等几位代表的“留学生文学”通过难以自我确认的身份与生活叙写，加固
①
②
《华裔女作家张翎:写出落地生根的情怀》，［EB /OL］，http:/ /chinese． people． com． cn /GB /
42316 /3091959. html，2004 年 12 月 31 日。
［美］霍米·巴巴:《献身理论》，见于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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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根一代”的文学意象，她们往往在认同西方文化时又深感惶恐困惑，回归母体文化
时也颇觉不安和犹豫。
但新移民女性作家在处理相同题材时，却不再纠结于此类问题的政治化与简单化回
答，而是在全球现代化的新历史语境中，在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文明弊端的背景下，以一
种新思路和新视角将移民作家传统的具体国别的“身份认同”升华至形而上的“人之为
人”的“爱”及“意义”的认同。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林湄、吕红和陈谦。三人皆以
“娜拉出走”的女性叙述模式反思男性本位的现代性文化，将女性寻找自我认同之路从反
抗男权扩容为宏大而细致的现代世界人的“救赎”与“信仰”道途。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性质即为现代性，它主要“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
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
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
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①
在经济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从效果最大化的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工具理性”
成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行动者纯粹借助理性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完全
漠视情感和精神价值，漠视“信仰”的安慰性，它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带来许多生产关系
的困境。
作家林湄在《天望》的序言《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中开宗明义地提到:“威胁着人
类精神走进坟墓的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战争、贪婪和物欲，和随之而来的冷漠、空虚和恐怖
感。”正是对这种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指控，小说也借男主人公弗来得的传教之路进一步
凸显种种现代生存丑陋镜像: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隔阂，不信任，残杀，淡漠等等。
《天望》在此人类普通型的生存背景下，借微云出走的故事，叙述了微云性别身份的认同
与族群身份的认同最终得以在“爱”的认同中崭新复活的独特文化经验，由此将具体的国
别政治认同转化为超越国家、政治、种族和文化界限的人类普遍性认同。
文中东方女人微云嫁给西方男人弗来得之后，两人在生存方式、生活习惯、道德伦理
以及海神与上帝②之间有着巨大的隔膜感，虽然弗来得提供了微云安定的物质场所，微云
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认同”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所谓“吃饭、睡觉，跟随男人”③，但微云
的精神仍常常感到忧郁，遇见老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自己与弗来得之间“有一条鸿沟，
怎样努力，也不像与老陆交谈那么融洽。”不过不久后微云却在谋生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同
族的排挤，于是终于不再拘囿于“故乡”的情感蛊惑，而是回到了急需要她的真心对他的
病入膏肓的弗来得身边。她对弗来得说:“是你的‘爱’征服了我，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
有征服力。”④也就是说，微云真正认同的是弗来得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彻底背叛与对人
善的坚定信念，她认同的不仅是“女性”的真正内涵，同时也是超越东-西民族冲突的“世
①
②
③
④
［美］乔纳森·弗里德曼著，郭健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 页。
微云不断说“洋人不承认中国神，可华人也不易忘祖背神呀。”见［荷］林湄:《天望》，武汉:长江
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 68 页。
这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见［荷］林湄:《天望》，第 141 页。
［荷］林湄:《天望》，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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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的“人的意义”。
另一位华文女作家陈谦在《爱在无爱的硅谷》和《望断南飞雁》也是借用“娜拉出走”
式的叙述模式讲述类似的主题。两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想要自我实现的女性离家出
走，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故事。故事象征着对现代性“工具理性”带给当下世界的
物质化，理性化，机器化的抗议，陈谦在并不复杂的叙事结构中喷薄出极其强大的精神批
判力量。
《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男主人公利飞是硅谷成功的商人，挣钱是他唯一的事业，他具
备现代工具理性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理性，物质，实用。所以在与苏菊两个人的感情世
界里，这个典型形象也只能是在物质上满足苏菊。因此想要“一种有灵性的生活”的苏菊
做了出走的娜拉。另一部小说《望断南飞雁》中南雁的老公沛宁是典型的理工科博士，他
辛苦做实验，在顶尖的杂志上发论文，获得俄勒冈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当南雁追问他人
生的意义时，他从生物学专业的角度判定:基因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以“科学精神”为
指导的现代性消除了生命的奥妙。很显然，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坚决不认同此类观点
的，所以苏菊选择了“跟着感觉走”的王夏，南雁高呼出“人不是随机地给挂到基因链上的
一环，活着更不只是传递基因!而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①“娜拉们”的出走确
实是女性自主性的彰显，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外壳下包裹着“对人生意义的执着叩问和追
求”，走出去，飞起来既象征着女性得以从男权文化的压迫中脱身而出，也预示着对当下
“丰裕的物质生活与贫瘠的精神状态”的尖锐责问。
另外，更有意义的是，两位女作家的深刻之处都在于并没有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
魂，现实和理想，灵性与庸俗等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然后站在道德
的立场对前者肆意谩骂，后者则无比褒扬，这是男性如张承志的惯性思维。但两位新移民
女作家却采用了超越二元的思维方式，即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肯定理想的重要性，因此
必须驻扎在现实世界的尘土里来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
《天望》中微云与弗来得激烈地争辩过只有在现实生活的淬炼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信
仰。《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王夏代表的对抗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和世俗生活的方式只是一
种消极逃避的空洞与矫情的“诗意”，他承担不起来任何重量;反而苏菊的姐姐苏玫一方
面不放弃自己的舞蹈爱好，另一方面也不逃避真实环境的挑战，选择开舞蹈班授课以生存
并以快乐，这才是有力量地“寻觅意义”对抗“工具理性霸权”的方式，苏菊在最终在同性
姐姐那里寻找到了认同而非男性王夏。《望断雁南飞》中南雁在初始的时候，为了自己的
梦想不断地让位于现实，因为只有能够来到美国，通过困难的英语考试，有一定的收入，梦
想才有根基。所以她做了许多年的“贤妻良母”，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全都是为了积攒自
己追求梦想的物质条件，而一旦时机成熟，她毅然决然地践行了“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
择”，这同时是“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②
近年愈加活跃在北美华文文坛上，愈加显示出创作实力的女将吕红，她的《美国情
人》以“娜拉出走”的叙事模式反思的不只是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弊端，而且着重于现代性
对“杂草”(新移民)的排斥的深刻反思。社会学家鲍曼详细分析了依赖于“想象的共同
①
②
［美］陈谦:《望断南飞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年，第 104 页。
［美］陈谦:《望断南飞雁》，封底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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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减少本国内部有碍民族国家统一的一切效忠与分歧，因此不
断致力于鼓吹“共同的使命感、共同的宿命、共同的好运”①，力促道德的、宗教的、语言
的、文化的“同质性”，并在其基础上虚构出关于“本地人”与“外地人”对立的神话。这种
神话是地球村中粗暴的沟壑，也是每一个以世界为自己立场和立脚点的触目的伤痕。吕
红的《美国情人》通过芯表达了填平沟壑，抹除伤痕的愿望。
小说讲述了一个中文系出身的芯为了寻找自我，离家别夫，独身到美国闯荡，最后一
番寒彻骨之后，荣获全美少数族裔发展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小说在前夫刘卫东和美
国情人皮特之间进行，辅以芯的朋友蔷薇等人的故事。其与前夫的故事几乎是吕红的短
篇小说《不期而遇》中那个为了家庭放弃梦想的女性的翻版和后续，也是经典的中国女性
走出儒家传统伦理构建的家庭步入社会的演绎，而与皮特的故事则瓦解了传统中女西男
前弱后强的“东方主义”结构，芯没有在“优秀”②的西方男人那里寻求到东方女人的身份
认同，这一位勇敢的“娜拉”最后凭自己在“少数族裔”那里遇到了自己的位置。“既然我
来了，我也是，也应该是主人。”③这不仅是女人对以男性震耳发聩的讨伐，这同时也是对
现代性区隔人类的不公的抗议，且是对自己世界立场的“身份认同”。
与其他移民女作家致力于在中国记忆中注重东西双方文明的双重书写，或者在性别政
治和性别关系中冀望两种文明理解沟通平等交流一样，三位女作家将“娜拉出走”的问题升
华到人类普遍性的“意义”认同问题，这其实都是新移民女性作家的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逻
辑结果，她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反复述说地也就是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
化，只要有关怀人类命运、生存状况的博大胸襟和普济之心，人们就可以相互理解、信赖、宽
容与博爱。正如吕红所言:“新移民作家应该承载着传统和现代、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全球
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他们任重而道远。而方兴未艾的华人文学将在此一历史进程中，以
视野广阔和无羁的精神活力，担当承前启后的重任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独特角色。”④
总而言之，具备超越男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新移民女性作家们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
化之间，在古典情结与现代认同之间，在传统观念与现实问题之间，在男性社会与女性自
我之间，努力寻找两端沟通的可能性，彼此的冲撞常常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沟通与理解，从
而寻求文化间的共融或共存。她们的写作既昭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又为世界奉
献出独具美学况味与艺术品格的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林丹娅(1958—)，女，浙江清暨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周师师(1989—)，女，河南焦作人，厦门大学博士生，主要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性
别与文学文化研究。
①
②
③
④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97 页。
“皮特温文尔雅，机智善辩，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才干和令人艳羡的政治地位，情趣高雅，格调
脱俗。”研究者王澄霞认为此类形象仍是“东方主义”式的叙事，“美国情人皮特的完美无瑕正是通过刘
卫东的丑陋猥琐得到强烈反衬。”见王澄霞著:《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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